

































































































































在中国也开始开展活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 NGO。该类型 NGO 的活动开展与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友好的？亦或是敌
对的关系呢？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日本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
对于测量并公布环境与食品核辐射量的这一市民或 NGO 的自发性行为，政府
和地方自治政府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其次，報告强调了在致力于环境保全时
应当容纳地方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视角的重要性。关于此点评者也颇有同
感。但是，另一方面，评者认为在进行这种尝试的同时，也绝不应该放弃自然
科学=定量数据的累积这一研究方法。为了将地方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与
自然科学=定量研究法这两者并立，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可以考虑？能否给出几
点提示？ 
对于三好教授的报告，评者想提出两点疑问。第一，在中国，食品卫生调
查与评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的权限下执行的，安全标准又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来
制定的？联想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出现了食品的安全标准因政
治过程被零打碎敲的更改事态。在一点上，作为同是东亚国家，又有着相似政
治文化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评者和三好教授一样，都认为先要相互
了解两国制度运用的实情，并将之互相比较，这样才能成为食品安全讨论的出
发点。其次，三好教授的报告立足于鲁曼的风险概念展开议论。但评者认为鲁
曼的风险理论乃是浓厚的构建主义认识论，并不单单只是适用于所谓“风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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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情况，而是一种适用于各种情况的一般性理论。因此评者想询问的是：
以鲁曼理论为基础展开食品安全讨论的积极意义表现在哪里？ 
最后，梶谷教授的报告从中国版“影子银行”和信用危机之风险，地方政府
的资金筹措和债务膨胀导致的财政破产风险，政府的干预造成的“结构化的不
确定性”这三个方面，将目光聚焦于不同于欧美的经济体系的实态上来展开分
析，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在此提出一点疑问。在中国，进行经济统计的是什么
样的机构，又是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收集=分析的？梶谷教授恰当的从“风险与
不确定性”的区别开始展开论点，但为了使“风险”的预先估算以及相应的应对
成为可能，对排除了政治性的顾虑与操作的有一定程度客观性的统计数据的收
集则成为了必要的条件。另外，报告最后的论点——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非
预期系统”（以及“杂种币制”），与哈耶克（Hayek）“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以及
货币非国家化理论，亦或围绕自由通货与地方通货的各种议论）之间有着怎样
的关联呢？ 
 以上便是对各报告所作的个别评论。总的来说，评者的感受便是：无论
从经济、食品卫生、环境哪个论点来看，中国和日本各自固有的，或者说两国
曾于历史上共有的统治形态，都将风险分析的不透明性，甚至将其不确定性进
一步扩大了。联想到中日两国国民都在共同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全球化现状下生存的现实，评者认为将市民自发地收集各种风险数据，对其评
估，通过相互的充分协商考虑对策的这种文化扎根于中日两国之间并使其发展
成熟；进一步通过深化大学等学术机构、NGO、市民等各种层面的交流，互相
学习探讨关于对应风险的经验等等；这样的态度将愈发显得重要。 
（林礼钊 译） 
 
